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归属感对农户参与村域环境治理的影响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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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基于湖北省1007 份农户调研数据,运用 OrderedLogit 模型,从主人翁意识、村庄认同、村庄喜爱、

事务关心和村庄依恋 5 个维度,探讨了农户的村庄归属感对其参与村域环境治理的影响。研究发现:(1)98.42%的农

户参与了环境治理,但参与2种或以上环境治理行为的农户仅占29.60%,参与程度有待进一步提高;(2)当前农户的村

庄归属感普遍较高,但仍有进一步提升的空间;(3)村庄归属感对农户环境治理行为具有显著的促进作用,其中,主人

翁意识越强、对村庄的认同感越高、对村庄的喜爱程度越深、对村庄事务越关心、对村庄的依恋程度越高的农户,

参与村域环境治理的可能性越大;(4)农户个体特质能够调节村庄归属感对农户环境治理行为的影响,当农户为女

性、年老、高学历、居住时间长及大姓时,村庄归属感对其环境治理行为的作用更大。据此,除了继续优化常规经济、

制度手段外,还应注重培育与强化归属感这一内在的激励机制,以推动农户环境治理行动,进而实现生态宜居农村的

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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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前,日益严峻的农村环境污染问题已成为我国农村全面转型期面临的重要挑战
[1]
。农村环境治理属于公共资源管理,具备集

体行动属性,因此,解决农村环境不断恶化问题的有效着力点在于鼓励农户积极参与村域环境治理[1,2]。对此,诸多学者围绕如何推

动农户环境治理行动,从资本禀赋等经济因素[3,4]、制度政策等社会因素[5,6]以及信任等社会文化因素[7,8]等方面展开了一系列探讨。 

然而,现有研究较少关注到心理层面因素的影响,忽视了归属感或更加广义的情感作用。村庄归属感作为农户参与村庄公共

事务治理的催化剂[9],指的是农户对其所生活的村庄和人群集合体的认同、喜爱和依恋等心理感觉。已有研究发现,归属感在推动

农户参与村庄集体行动[10]、提高管护绩效[11]、调动农地流转积极性[12]、增强参与合作社意愿[13]以及提升家庭福利水平[14]等方面

发挥着重要作用。然而,经济快速发展与城镇化进程的推进不仅加快了农村劳动力外迁,冲击了农村地区的社会结构与价值体系,

还给农村带来了新的价值元素,导致农户的归属感下降,参与集体行动的动力减弱
[15,16]

。那么,当前农户的村庄归属感现状究竟如

何?其能否影响农户参与村域环境治理?上述问题的回答,对于推动农户环境治理行为、提高农村环境治理水平、促进农村绿色发

展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与实践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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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有文献为本文奠定了良好的基础,具有重要的启发与借鉴意义,但至少存在以下几个方面有待完善:(1)尽管已有文献关注

到了归属感对个体行为的影响,但鲜有研究探讨归属感在农户环境治理参与行动中的作用,而农户环境治理的相关研究多聚焦于

经济、社会和制度等方面,重点关注归属感等情感因素的讨论还非常有限。因此,本文从归属感这一主观情感视角考察农户的环

境治理行为,尝试对已有研究进行有益补充。(2)以往研究大多以某一种环境治理行为为例,探究农户是否参与及其影响因素,对

农户村域环境治理参与程度的研究还较为不足。鉴于此,本文将以湖北省 1007 户农户为研究对象,采用 OrderedLogit 模型,实证

分析村庄归属感对农户参与村域环境治理的影响,以期为研究农村环境治理问题提供一个新的思路,并为政府部门有效引导农户

环境治理行为、改善农村生态环境质量提供一定参考。 

1 理论分析 

归属感指的是个体对一事物或现象的认同程度和相关联的密切程度,本文研究的村庄归属感侧重于农户和其所生活的村子

的情感联结关系[17],指的是农户对其所生活的村子和人群集合体的认同、喜爱和依恋等心理感觉。村庄归属感作为农户与村庄的

情感纽带,至少在以下 3方面有助于推动农户更积极的环境治理行为。 

(1)归属感会减少农户以破坏村庄环境为代价的利己行为。 

“理性人”假设认为,农户总是利己的,力图追求利润最大化。但本土心理学研究发现,拥有归属感的农户更乐意将集体利益

置于个人利益之上,并主动承担更多的责任与义务以谋求集体的长远发展[18]。因此,村庄归属感更强的农户因拥有对村庄的长远

期待[19],更倾向于从长期利益出发[20],主动参与治理以保护其所生活的村庄环境。相反,村庄归属感较弱的农户,因对村子的喜爱

与依赖程度较低,将更多地从自身短期利益出发,不仅对于村域环境治理这一集体行动表现出事不关己、漠不关心的态度,甚至可

能不顾村庄共同利益,出现以破坏村庄环境为代价的逐利行为。 

(2)归属感会推动农户树立村庄环境保护的行为目标。 

村庄归属感有利于推动农户产生的相互理解、共同体的感觉,促使其将个体的行为动机转移到集体层面[21],行为目标亦趋同

于集体目标,从而增大农户与村庄内其他成员合作的可能性。因此,当村域环境治理成为集体目标时,具有强烈村庄归属感的农户

会考虑其成员身份,更倾向于将这一集体目标视作自己的行动目标,积极响应并参与到农村环境保护与治理中。相反,村庄归属感

较弱的农户,因未将自己纳入村庄中的一员,当村庄号召参与环境治理时,该类农户不仅不会将这一目标纳入考虑范围内,甚至不

会在乎自身行为对村庄环境产生的影响。 

(3)归属感会影响农户对村庄环境的态度。 

人文地理学的相关观点认为,人们对资源环境的态度和行为受由地方依恋等形成的“人—地关系”影响[22],地方依恋和地方

认同均能促使人们表现出对环境保护的支持态度和亲环境行为[23,24]。而“地方依恋”“地方认同”概念均可用来形容人们对某个

地方产生的归属感[25],由此延伸到村庄归属感,当农户对村庄拥有较强的归属感时,可能表现出对村庄环境更友好的态度,从而积

极参与村域环境治理。 

基于上述分析,本文预期村庄归属感对农户环境治理行为具有正向影响,农户的村庄归属感越强,其参与村域环境治理的可

能性越高。 

2 数据、变量与模型 

2.1 数据来源与样本特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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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所用数据来自于课题组 2018 年 7～8 月对湖北省鄂州市、黄冈市、武汉市和荆门市农户开展的抽样调查。选取这 4 个

地区主要基于以下考虑:(1)经济发展水平;武汉是湖北省经济发展水平最高的城市,荆门和黄冈处于中等水平,而鄂州的经济发

展水平较弱;(2)环境质量状况,四地均属于国家推广环境治理行为的重点区域,在研究农户环境治理行为方面具有较好的代表

性。本次调研采取分层逐级抽样和随机抽样相结合的方式选取样本农户,具体的抽样过程为:在每个县(市)随机选取3～4个乡镇,

再在每个样本镇随机选取 2～3 个样本村,最后在每个村随机选取 10 户农户进行调研。剔除无效问卷后,适用于本研究目的的有

效问卷共 1007份。此外,调研采取调研人员与农户“一对一”访谈的形式展开,调研问卷的编制和管理均为接受过相关培训的调

研人员负责,问卷内容涉及家庭特征、农业生产经营状况、环境治理认知、参与意愿及行为等方面。数据的收集由调研人员入户

访谈和观察所得。 

表 1 为样本农户的基本特征:样本农户以男性为主,占比为 57.30%,年龄大多分布于 51～70 岁之间,文化程度普遍偏

低,53.13%的农户文化程度为小学及以下,受到过高中及以上教育的农户非常少,53.13%的农户在村子是大姓。73.68%的农户家里

没有党员或干部,62.76%的农户耕地面积在 0.67 公顷以下,家庭规模多以 3～5 人的中小型家庭为主,占比达 57.70%,家庭年收入

集中在 1～5 万元之间。根据《湖北省统计年鉴 2018》1,2017 年湖北省农村居民平均每户经营耕地面积为 0.54 公顷,家庭可支

配收入为 5.15万元,户均常住人口为 2.87人,由此可知,本文研究样本基本符合当前农村现实情况,具有一定代表性。 

 

图 1调研地区的分布 

表 1样本农户的基本特征 

特征 类别 数量 比例(%) 特征 类别 数量 比例(%) 

性别 

男 577 57.30 党员或干部 否 742 73.68 

女 430 42.70 

耕地面积/ha 

0.33 以下 287 28.50 

年龄 

40 岁及以下 57 5.67 0.33～0.67 345 34.26 

41～50岁 195 19.36 0.67～1.33 195 19.36 

51～60岁 329 32.67 1.33～3.33 132 13.11 

61～70岁 314 31.18 3.33 及以上 48 4.77 

71 岁及以上 112 11.12 家庭规模/人 2及以下 112 11.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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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程度 

小学 535 53.13 3～5 581 57.70 

初中 349 34.66 6～8 260 25.82 

高中或中专 107 10.62 8 以上 54 5.36 

大专及以上 16 1.59 

家庭年收入/元 

10000 及以下 151 14.99 

是否大姓 

是 535 53.13 10001～50000 394 39.13 

否 472 46.87 50001～100000 285 28.30 

家里是否有 是 265 26.32 100001及以上 177 17.58 

 

2.2 模型设定与变量说明 

2.2.1 变量描述 

本文的因变量为农户环境治理行为,借鉴杨志海[26]的研究,本文使用农户实际参与环境治理行为的数量予以表征。根据何可

等[8]、许玲燕等[27]和唐林等[16]的研究,环境治理行为主要包括生活垃圾处理、施用有机肥、畜禽粪尿制沼气、畜禽粪尿制有机肥

等 4种,因此,本文以农户参与上述 4种环境治理行为的个数来表示农户环境治理行为参与程度。 

本文的主要解释变量为村庄归属感。根据 Kasarda 等[28]、Gerson 等[29]的研究,并结合严奉宪等[17]、单菁菁等[30]文献,本文对

村庄归属感设定了主人翁意识、对村庄的认同感、对村庄的喜爱程度、对村庄事务的关心程度、对村庄的依恋程度 5 方面的指

标,并按照李克特五分量表法赋值。其中,主人翁意识用农户对“村子是我家,建设靠大家”的看法来考察,对村庄的认同感用农

户对“村子这种组织形式很重要”的看法来考察,对村庄的喜爱程度用农户对“如果条件允许,希望一直住在这个村子”的看法

来考察,对村庄事务的关心程度用农户对“非常关心村里的日常事务”的看法来考察,对村庄的依恋程度用农户对“如果搬离现

在居住的村子,会感到很留恋”的看法来考察。此外,参考徐志刚等[7]的做法,本文进一步对表征村庄归属感的 5 个具体指标进行

等权重加总取平均,求得农户的总体“村庄归属感”。 

控制变量方面,本文还设置了农户个人层面、家庭层面、成本收益层面和地区层面在内的控制变量以排除干扰。所有变量的

含义与赋值见表 2。 

表 2变量的含义与赋值 

变量名称 变量含义 赋值 均值 
标准

差 

农户环境

治理行为 

农户参与生活垃圾处理、施用有机肥、

畜禽粪尿制沼气、畜禽粪尿制有机肥等

4种环境治理行为的数量 

未参与=0,参与 1种=1,参与 2种=2, 

参与 3种=3,参与 4种=4 
1.32 0.58 

主人翁意

识 
村子是我家,建设靠大家 

完全不同意=1,不太同意=2,一般=3, 

比较同意=4,完全同意=5 
4.35 0.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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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村庄的

认同感 
村子这种组织形式很重要 

完全不同意=1,不太同意=2,一般=3, 

比较同意=4,完全同意=5 
3.70 1.03 

对村庄的

喜爱程度 
如果条件允许,希望一直住在这个村子 

完全不同意=1,不太同意=2,一般=3, 

比较同意=4,完全同意=5 
3.45 1.47 

对村庄事

务的关心

程度 

非常关心村里的日常事务 
完全不同意=1,不太同意=2,一般=3, 

比较同意=4,完全同意=5 
3.55 0.99 

对村庄的

依恋程度 

如果搬离现在居住的村子,会感到很留

恋 

完全不同意=1,不太同意=2,一般=3, 

比较同意=4,完全同意=5 
4.24 0.88 

村庄归属

感 
农户的村庄归属感 

对主人翁意识、对村庄的认同感、对村庄的喜爱程度、对

村庄事务的关心程度、对村庄的依恋程度 5个指标进行等

权重加总取平均,求得“村庄归属感” 

3.86 0.55 

控制变量 

性别 男=1,女=0 0.57 0.49 

年龄 实际年龄(岁) 57.84 10.63 

文化程度 受教育年限(年) 6.40 3.77 

居住时长 农户在本村居住年限(年) 50.09 17.18 

大姓身份 是=1,否=0 0.53 0.50 

家庭人口数量 家庭实际人口数量(人) 4.83 1.99 

家庭总收入 2017 年家庭总收入(万元) 6.92 7.72 

家里是否有村干部或党员 是=1,否=0 0.26 0.44 

环境治理行为成本 农户参与环境治理成本(万元) 0.15 0.89 

环境治理行为心理收益 
保护环境会让我有一种满足感:完全不同意=1,不太同意

=2,一般=3,比较同意=4,完全同意=5 
4.16 0.71 

地区哑变

量 

1=黄冈,0=其他 0.20 0.40 

1=武汉,0=其他 0.40 0.49 

1=荆州,0=其他 0.21 0.40 

 

2.2.2 实证分析模型 

本文的因变量为农户实际参与环境治理行为的个数,取值为 0、1、2、3、4,存在明显的递进关系。对于这类有序多分类变量,

本文选择 Ordered Logit 模型进行分析。模型的基本形式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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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中:Y*为不可观测的潜变量;X为影响农户环境治理行为的解释变量矩阵;β为待估系数;ε为随机扰动项;且服从Logistic

分布。可观测的农户环境治理行为变量 Y和不可观测的潜变量Y*之间存在以下关系: 

 

式中:r0、r1、r2、r3为 Y
*
的切点,且 r0<r1<r2<r3。因变量 Y取哪一个值取决于潜变量 Y

*
与切点之间的关系。由此得到农户未参

与、参与 1种、参与 2种、参与 3种、参与 4种环境治理行为的概率如下: 

 

式(3)可推导出极大似然估计量,即 OrderedLogit 模型,据此,可以估计出潜变量 Y*落入不同切点区间的概率。 

3 结果与分析 

3.1 描述性统计分析 

3.1.1 样本农户环境治理行为现状 

表 3 报告了样本农户环境治理行为现状。可以发现,生活垃圾处理是参与农户数量最多的环境治理行为,占比达 97.42%。进

一步统计发现,98.42%的农户参与了环境治理行为,未参与环境治理行为的农户仅占 1.58%。此外,绝大部分(68.82%)农户仅参与

了 1种环境治理行为,参与 2种、3种和 4种环境治理行为的农户分别仅占 25.92%、3.38%和 0.30%。可见农户普遍参与了环境治

理行为,但参与程度待进一步提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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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一步地,参考胡珺等[25]、何凌霄等[31]的做法,本文根据样本农户的性别、年龄、文化程度、居住时长以及大姓身份,将样本

划分为男性组和女性组、新生代组(出生于 1980 年后)和老一代组(出生于 1980 年前)、高学历组(文化程度为高中及以上)和低

学历组(文化程度为高中以下)、大姓组和非大姓组以及居住时间长组(居住时长高于样本均值)和居住时间短组(居住时长低于样

本均值),如表 4 所示。可初步判断,农户环境治理行为呈现如下特征:男性农户强于女性农户,老一代农户强于新生代农户,高学

历农户强于低学历农户,大姓农户强于非大姓农户,居住时间长农户强于居住时间短农户。 

表 3样本农户环境治理行为现状 

环境治理行为 生活垃圾处理 施用有机肥 畜禽粪尿制沼气 畜禽粪尿制有机肥 

数量比例（%） 
981 

97.42 

149 

14.80 

117 

11.62 

82 

8.14 

农户环境治理行为 未参与 参与 1种 参与 2种 参与 3种 参与 4种 

数量 16 693 261 34 3 

比例（%） 1.58 68.82 25.92 3.38 0.30 

 

表 4分个体特质的样本农户环境治理行为现状(%) 

农户环境治理行为 

性别 年龄 文化程度 大姓身份 居住时长 

男性 女性 新生代 老一代 高学历 低学历 大姓 非大姓 长 短 

未参与 1.04 2.33 2.04 1.57 0.00 1.81 0.93 2.33 1.55 1.63 

参与 1种 66.90 71.40 65.31 69.00 62.60 69.68 69.53 68.01 69.05 68.57 

参与 2种 28.08 23.02 28.57 25.78 31.71 25.11 25.98 25.85 26.31 25.51 

参与 3种 3.64 3.02 4.08 3.34 4.07 3.28 3.18 3.60 2.90 3.88 

参与 4种 0.35 0.23 0.00 0.31 1.63 0.11 0.37 0.21 0.19 0.41 

 

3.1.2 样本农户的村庄归属感现状 

表 5 显示了样本农户的村庄归属感现状:样本农户的村庄归属感普遍较高,均值为 3.86,仍有进一步提升的空间。其中,主人

翁意识均值最高,为 4.35,91.46%的农户表达出较为强烈的主人翁意识,将村子视为自己的家。对村庄的依恋程度均值居第二,均

值为 4.24,84.81%的农户表示如果搬家会对现在居住的村子感到留恋。对村庄的认同感均值居第三,均值为 3.70,62.46%的农户

表达出较为强烈的认同感,认可农村社区这种组织形式很重要。对村庄事务的关心程度均值居第四,均值为 3.55,56.31%的农户对

村里的日常事务非常关心。最后是对村庄的喜爱程度,均值为 3.45,58.69%的农户对村子表达出较强的喜爱,愿意一直居住在此。 

进一步地,本文统计了男性组和女性组、新生代组和老一代组、高学历组和低学历组、大姓组和非大姓组以及居住时间长组

和居住时间短组的村庄归属感状况,如图2所示。可初步判断,样本农户的村庄归属感总体呈现如下特征:女性农户高于男性农户,

老一代农户高于新生代农户,高学历农户高于低学历农户,大姓农户高于非大姓农户,居住时间长的农户高于居住时间短的农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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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5样本农户的村庄归属感现状 

村庄归属感 完全不同意 不太同意 一般 比较同意 完全同意 均值 村庄归属感 

主人翁意识 

频数(次) 3 4 79 470 451 

4.35 

3.86 

频率(%) 0.30 0.40 7.84 46.67 44.79 

对村庄的认同感 

频数(次) 48 60 270 402 227 

3.70 

频率(%) 4.77 5.96 26.81 39.92 22.54 

对村庄的喜爱程度 

频数(次) 145 184 87 253 338 

3.45 

频率(%) 14.40 18.27 8.64 25.12 33.57 

对村庄事务的关心程度 

频数(次) 31 115 294 405 162 

3.55 

频率(%) 3.08 11.42 29.19 40.22 16.09 

对村庄的依恋程度 

频数(次) 10 46 97 393 461 

4.24 

频率(%) 0.99 4.57 9.63 39.03 45.78 

 

注:表中均值即各维度的算术平均数,进一步地,对各维度的算术平均数求均值,得村庄归属感. 

 

图 2分个体特质的样本农户村庄归属感现状 

3.2 村庄归属感对农户环境治理行为的影响 

表 6 为村庄归属感对农户环境治理行为的模型估计结果。其中,方程 1 为控制变量的回归结果,方程 2 的解释变量为主人翁

意识、对村庄的认同感、对村庄的喜爱程度、对村庄事务的关心程度和对村庄的依恋程度,方程 3的解释变量为村庄归属感。总

体来看,模型中各变量的系数符号基本一致,显著性水平也未发生变化,Waldchi2值在 1%检验水平显著,表明模型拟合效果较好。 

由表 6 中方程 2 的结果可知,表征村庄归属感的 5 个具体指标:主人翁意识、对村庄的认同感、对村庄的喜爱程度、对村庄

事务的关心程度以及对村庄的依恋程度均通过了显著性检验,且系数为正;方程3的结果也显示,村庄归属感在1%的置信水平上显

著,且系数为正,表明村庄归属感对农户环境治理行为具有积极作用,即村庄归属感能够推动农户参与村域环境治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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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主人翁意识在方程 2 中 5%的置信水平上显著且系数为正,表明主人翁意识显著正向影响农户环境治理行为。农户作为村

庄环境治理的微观主体,其主人翁意识越强,意味着农户越愿意为村庄的良好运行负责,认识并承担其在保护及改善农村生态环

境中的责任与义务,进而自主地参与村域环境治理。 

(2)对村庄的认同感在方程 2 中 1%的置信水平上显著且系数为正,表明农户对村庄的认同感显著正向影响环境治理行为。认

同感是归属感形成的前提,农户对村子的认同感越高,表明农户从心理上将自己视作村庄的一份子[32],对共同利益的认知越多,对

村庄的长远发展越重视[16],从而越可能积极参与村域环境治理。 

表 6 Ordered Logit 模型估计结果 

农户环境治理行为 方程 1 方程 2 方程 3 

主人翁意识 
 

0.487**(0.172) 
 

对村庄的认同感 
 

0.325***(0.092) 
 

对村庄的喜爱程度 
 

0.169**(0.062) 
 

对村庄事务的关心程度 
 

0.322**(0.104) 
 

对村庄的依恋程度 
 

0.346**(0.114) 
 

村庄归属感 
  

0.577***(0.168) 

性别 -0.499*(0.195) -0.637**(0.207) -0.459*(0.195) 

年龄 0.028*(0.011) 0.029**(0.011) 0.026*(0.012) 

文化程度 0.096***(0.024) 0.088***(0.025) 0.100***(0.025) 

居住时长 0.022
**
(0.007) 0.016

*
(0.006) 0.022

**
(0.007) 

大姓身份 0.790
***
(0.179) 0.848

***
(0.184) 0.788

***
(0.181) 

家庭人口数量 -0.015(0.049) 0.007(0.049) -0.006(0.049) 

家庭总收入 0.006(0.011) 0.007(0.012) 0.003(0.011) 

家里是否有村干部或党员 0.146(0.190) 0.018(0.192) 0.136(0.191) 

环境治理行为成本 0.178(0.124) 0.211(0.138) 0.207(0.145) 

环境治理行为心理效益 0.317*(0.128) 0.070(0.136) 0.215(0.168) 

地区虚拟变量 已控制 

Waldchi2 89.23*** 163.81*** 99.38*** 

PseudoR2 0.091 0.144 0.102 

 

注:*、**和***分别表示在10%、5%和 1%的水平上显著.括号内为稳健标准误. 



 

 10 

(3)对村庄的喜爱程度在方程2中5%的置信水平上显著且系数为正,表明农户对村庄的喜爱程度显著正向影响环境治理行为。

所谓“爱屋及乌”,农户对村庄的喜爱程度越深,对村子的生态环境也会更加爱护与珍惜,出现污染村庄环境行为的概率越低,参

与村域环境治理的可能性就越高。 

(4)对村庄事务的关心程度在方程 2 中 5%的置信水平上显著且系数为正,表明农户对村庄事务的关心程度显著正向影响环境

治理行为。农户越关心村庄事务,表明其社会参与程度越高,越会踊跃地参加农村公共事务,因此,在村域环境治理等集体行动中,

该类农户也将表现出较高的积极性与主动性[1]。 

(5)对村庄的依恋程度在方程2中5%的置信水平上显著且系数为正,表明农户对村庄的依恋程度显著正向影响环境治理行为。

农户对村庄的依恋程度越高,意味着农户拥有对村庄的长期期待,愿意长久地生活在村子
[32]
,因此,为了获得更加舒适、优美的居

住环境,该类农户会主动参与村域环境治理,自觉地爱护与改善农村生态环境环境。 

(6)性别、年龄、文化程度、居住时长以及大姓身份通过了显著性检验。其中,性别在方程 2 中 5%的置信水平上显著且系数

为负,表明女性农户参与治理的概率更高;这与预期不符,可能的原因在于,在“男工女耕”的背景下,大量男性农户外出务工,环

境治理项目缺乏可供利用的男性劳动力
[33]
,而女性农户因长期滞留在村庄,有更多的机会接触并参与农村公共事务,自然成为环

境治理的主要参与者,加之女性农户更加在意生活细节、追求品质生活,因而其改善村庄环境的动机也更为强烈。年龄在方程 2

中 5%的置信水平上显著且系数为正,表明年龄越大的农户参与治理的概率更高;因年龄大的农户往往留守在村,更熟悉村庄生态

环境和公共事务,此外,村域环境的优劣直接影响其生活舒适度与满意度,因此,年龄大的农户越可能参与村域环境治理,以改善

并提升其生活品质。文化程度在方程 2 中 1%的置信水平上显著且系数为正,表明文化程度越高的农户参与治理的概率更高,这与

史恒通等[1]的研究结论类似;农户的文化程度越高,越容易接受先进的观点与做法,对村域环境治理的重要作用的认知与了解水平

也越高,因而越可能参与村域环境治理。居住时长在方程 2中 10%的置信水平上显著且系数为正,表明居住时间越长的农户参与治

理的概率更高;农户在村庄的居住时间越久,意味着其受到周围环境影响的可能性越大,对村域环境的变化会更加关心和重视,从

而更容易参与村域环境治理等集体行动。大姓身份在方程 2中 1%的置信水平上显著且系数为正,表明大姓农户参与治理的概率更

高;若农户在村中属于大姓,表明其在村中的家族势力较大,社会网络水平更高[34],更容易获得并分享农村生态环境治理的信息资

源[1],从而参与村域环境治理等集体行动的可能性更高。 

3.3 农户个体特质的影响 

一般认为,个体的行为模式受个体特征影响[35],因此,农户环境治理行为在一定程度上可能受农户的特征倾向影响。表 7显示

了农户个体特质(性别、年龄、文化程度、居住时长与大姓身份)对村庄归属感与环境治理行为关系的影响。 

表 7农户个体特质对村庄归属感与环境治理行为的影响 

农户环境治理行为 方程 1 方程 2 方程 3 方程 4 方程 5 

村庄归属感 0.675
***
(0.172) 0.380

*
(0.171) 0.380

*
(0.178) 0.535

**
(0.170) 0.708

***
(0.174) 

村庄归属感×性别 -0.152**(0.050) 
    

村庄归属感×年龄 
 

0.010***(0.002) 
   

村庄归属感×文化程度 
  

0.040***(0.009) 
  

村庄归属感×居住时长 
   

0.005**(0.002) 
 

村庄归属感×大姓身份 
    

0.158**(0.0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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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别 -0.445*(0.197) -0.430*(0.201) -0.429*(0.195) -0.440*(0.192) -0.448*(0.197) 

年龄 0.030**(0.012) 0.024*(0.012) 0.027*(0.012) 0.011(0.012) 0.029*(0.012) 

文化程度 0.127***(0.027) 0.102***(0.024) -0.030(0.036) 0.092***(0.025) 0.126***(0.027) 

居住时长 0.028***(0.007) 0.008(0.007) 0.020**(0.007) 0.018*(0.007) 0.028***(0.007) 

大姓身份 0.822***(0.179) 0.826***(0.179) 0.757***(0.183) 0.655***(0.185) 0.823***(0.179) 

家庭人口数量 -0.012(0.050) 0.007(0.049) 0.000(0.050) 0.000(0.049) -0.014(0.049) 

家庭总收入 0.007(0.012) 0.001(0.009) 0.002(0.011) 0.000(0.010) 0.007(0.012) 

家里是否有村干部或党员 0.106(0.190) 0.099(0.188) 0.151(0.191) 0.124(0.195) 0.096(0.191) 

环境治理行为成本 0.217(0.155) 0.173(0.106) 0.209(0.147) 0.203(0.131) 0.221(0.149) 

环境治理行为心理效益 0.187(0.127) 0.179(0.129) 0.188(0.128) 0.203(0.127) 0.204(0.127) 

地区虚拟变量 已控制 

Waldchi2 104.35*** 115.18*** 121.64*** 106.69*** 103.68*** 

PseudoR2 0.110 0.123 0.114 0.109 0.110 

 

注:*、**和***分别表示在10%、5%和 1%的水平上显著.括号内为稳健标准误. 

由表 7可知,村庄归属感的估计系数都显著为正,说明当农户为女性、年老、高学历、居住时间长以及大姓时,村庄归属感对

其参与环境治理行为具有积极的推动作用;交互项的估计系数说明,女性农户相对于男性农户、年老农户相对于年轻农户、高学

历农户相对于低学历农户、居住时间长农户相当于居住时间短农户以及大姓农户相对于非大姓农户,村庄归属感对其环境治理行

为的作用更大。需要指出的是,各方程中村庄归属感与交互项的系数之和都大于 0,这说明农户的性别、年龄、文化程度、居住时

长和大姓身份对村庄归属感与农户环境治理行为的关系具有正向调节作用,即不论何种特征下,农户的村庄归属感都会促进其环

境治理行为。 

(1)性别。 

较之于男性农户,女性农户在情感上更为敏感、恋家情结也更为明显[36]。加上受传统“男主外、女主内”的社会分工思想影

响,女性农户在照顾老人、小孩等家庭方面承担更多的责任[25],使得女性农户普遍待在村里的时间较多,同村庄人事物的了解与交

往的机会越多,从而更容易产生归属感,参与到村域环境治理等集体行动中。 

(2)年龄。 

相对于年轻农户,年老农户因长期接受“叶落归根”“离土不离乡”“安土重迁”等价值观念的熏陶,对于村庄有更为深厚

的感情,即便外出务工,也依然渴望回乡,而年轻农户因较早地进城务工,思想观念和行为方式日趋城市化,对村庄的情感认同程

度较弱[37];因此,年龄越大的农户对村庄的归属感越强,越愿意付出较多努力、参与村域环境治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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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文化程度。 

高学历农户更容易接受和理解“保护环境”、“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可持续发展”等理念,对农村环境污染的后果

认识得更为透彻与清晰,环境保护意识更高[38];此外,受“饮水思源”、“造福桑梓”等传统思想的熏陶,高学历农户更加具备建

设村庄的热情与能力,因此,会更为积极地参与村域环境治理等村庄公共事务。 

(4)居住时长。 

随着居住时间的增加,农户同村庄及其他农户的交往与接触越深入[28,39],由此形成的社会网络更广泛、社会关系越密切,不仅

有利于农户产生较强的归属感,更有助于加强农户之间的沟通便捷性,降低参与环境治理决策的交易成本
[40]
,从而进一步参与村

域环境治理。 

(5)大姓身份。 

在传统农村社会中,因同姓聚居的情况较为普遍
[41]

,“同姓一家亲”,因此,与非大姓农户相比,大姓农户同村子及其他农户

的血缘关联更强,更容易享受到来自同性家族的精神上的关怀与经济上的照顾,从而产生较高的情感归属与心理认同,进而参与

村域环境治理等实践活动中。 

3.4 稳健性检验 

考虑到微观调研时,农户可能策略性“低报”或礼貌性“高报”其真实想法,从而使得调查样本出现首尾奇异值,为了消除

特异值对回归结果的不利影响,本文运用winsorize 方法对样本上下 5%的特异值进行平滑处理后重新回归[42]。表 8为稳健性检验

结果,不难发现,平滑样本奇异值的回归所得结果与全部样本回归相似,表明本文的回归结果是基本稳健的。 

表 8稳健性检验 

农户环境

治理行为 
方程 1 方程 2 方程 3 方程 4 方程 5 方程 6 方程 7 

主人翁意

识 
0.555***(0.168) 

      

对村庄的

认同感 
0.335***(0.092) 

      

对村庄的

喜爱程度 
0.165**(0.063) 

      

对村庄事

务的关心

程度 

0.355***(0.106) 
      

对村庄的

依恋程度 
0.340

**
(0.123) 

      

村庄归属
 

0.623***(0.170) 0.730***(0.175) 0.436*(0.173) 0.419*(0.180) 0.705***(0.172) 0.762***(0.17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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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 

村庄归属

感×性别   
-0.161**(0.051) 

    

村庄归属

感×年龄    
0.009***(0.002) 

   

村庄归属

感×文化

程度 
    

0.042***(0.009) 
  

村庄归属

感×居住

时长 
     

0.004**(0.002) 
 

村庄归属

感×大姓

身份 
      

0.165**(0.052) 

控制变量 已控制 

Waldchi2 209.05*** 160.56*** 165.80*** 181.08*** 189.50*** 172.24*** 167.01*** 

PseudoR2 0.156 0.113 0.121 0.130 0.126 0.125 0.122 

 

注:*、**和***分别表示在10%、5%和 1%的水平上显著.括号内为稳健标准误. 

4 结论与启示 

4.1 研究结论 

区别于已有文献,本文利用湖北省 1007 份农户调研数据,构建 Ordered Logit 模型,将村庄归属感视为农户环境治理行为的

关键影响因素展开专门分析,结果发现: 

(1)样本农户普遍参与了环境治理行为(98.42%),68.82%农户至少参与了1种环境治理行为,但参与2种或以上环境治理行为

的农户仅占 29.60%,参与程度尚待进一步提高。 

(2)样本农户的村庄归属感普遍较高,均值达 3.86,但仍有进一步提升的空间。其中,主人翁意识均值最高,为 4.35,其次是对

村庄的依恋程度,为 4.24,之后依次为对村庄的认同感(3.70)、对村庄事务的关心程度(3.55),对村庄的喜爱程度最低,为 3.45。 

(3)村庄归属感对农户环境治理行为具有显著的促进作用,农户的主人翁意识越强、对村庄的认同感越高、对村庄的喜爱程

度越深、对村庄事务越关心、对村庄的依恋程度越高,其参与村域环境治理的概率越高。 

(4)农户个体特质(性别、年龄、文化程度、居住时长和大姓身份)能够调节村庄归属感对农户环境治理行为的影响,当农户

为女性、年老、高学历、居住时间长以及大姓时,村庄归属感对其环境治理行为的作用更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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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 启示 

本文研究有助于探寻经济、社会和制度因素之外,农村环境治理乃至乡村集体行动的另一种内生力量来源,揭示归属感作为

一种内在的激励机制[43],促成农户环境治理行为的缘由和路径。因此,通过培育与强化农户的村庄归属感,推进农户参与农村环境

治理,不失为经济、社会与制度手段以外的一项有益补充。具体可从如下几个方面入手: 

(1)加强农村文化建设;通过构建老年协会等活动小组,组织文艺汇演等群众性文娱活动,增进农户之间的互动交流,构建氛

围和谐的村庄,从而增强农户对村庄的喜爱与依恋之情,推动农户参与村域环境治理。 

(2)加强农村社区服务建设;通过兴建公园广场、阅览室等服务设施,为农户提供必要的设备、资讯和培训等工具支持,从而

提高农户对农村组织的认可程度,激发农户参与环境治理的积极性。 

(3)强化农户的主人翁意识;鼓励农户参与村委会选举,引导农户积极表达其利益诉求,同时,优化村务信息公开和传播方式,

推广电子村务和网络参政形式,从而提升农户的村务参与意识,引导农户参与包括村域环境治理在内的村庄建设发展事务中。 

(4)加强农村基础教育;通过开展讲座、培训等方式,引导农户充分认识村域环境治理对其生活生产的重要性,提高农户参与

环境治理的自觉性和积极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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